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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

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
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
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

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
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
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

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

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
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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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从资源汲取转向资源输入，国家权力逐渐以高度正式化、程序
化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技术切入村级组织:对村干部实行类似政府官员的人事管理制度，加强了村

干部作为“国家干部”的身份认同①;与此同时，村部办公室成了村干部重要的行动空间，分工日
渐明晰的村干部在办公室中忙于记录、制作各种“公文档案”，与村民之间人格性的社会互动逐
渐减少。由此，村干部愈加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工具，工作内容前所未有地趋向于正式化、文牍
化和形式化，其治理实践也逐渐脱嵌于村民的日常生活。这些图景体现了科层制的核心要素逐
渐渗透到乡村社会，即村干部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职业行政者在正式的办公场所对村庄

展开持续的制度化经营。因此，我们可谓之为科层治理在乡村社会的兴起。
黄宗智曾将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②，而今乡村社会的治理图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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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展示着“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或将成为历史。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许多致力
于乡村治理研究的学者已在此问题上进行了扎实的探索，为本研究进一步阐发此问题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主流视角:一类研究从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研究全国不
同区域内村干部群体的性质，以村干部“职业化”概念来概括村干部群体性质的变化，强调村干
部从不脱产干部变为专职干部，其待遇也从误工补贴演变为工资，并带来了村干部群体稳定性、
专业性的提升等一系列后果①。由于这一现象发端于沿海发达地区，这部分研究重点分析了沿
海发达地区村干部“职业化”的表现、成因与内在困境②。另一类研究则从行政体系的内部视角
出发，从行政体系的制度架构和社会互动来解释村干部行政化的形成机制，因而更倾向于使用村

干部“行政化”或“官僚化”这一概念，来表示村干部日益被纳入科层体系。这一分析视角通常被
用于分析中西部地区村干部行政化的形成机制③。
以上两类研究都对本文探讨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的问题有很大启发，但是它们在视阈上

各有侧重而有各自的局限性。第一类研究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了村干部群体的社会结构性位
置及其职业化的物质条件，但在分析村干部职业化之所以产生“即事性”和程序性的工作方式
时，却往往忽视了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对基层治理形态的影响。第二类研究虽从自上而下的视
角来看待村干部行政化，但没有区分近年来村干部行政化相对于此前的基层治理行政化的特殊

性，较少联系现代国家职能转型这一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因而相对忽视中国近年来整个现代国

家建设进程中民事职能扩张、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下乡以及制度化的科层监督等对乡村社会的渗
透，容易将村级治理的行政化看成“任务性行政介入”以及调动村级组织积极性的策略。本研究
试图综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重视角，在国家 －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下，梳理基层治理形态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的总体轮廓及其内在机理。

二、简约治理及其成因

中国这一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了相比于其他文明更加早熟的家产官僚
制，但是在基层治理中长期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形态。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中国很早
就以官僚体制的行政取代了家臣及具有卡里斯玛性格的强宗大族的行政④。但是，他又进一步
论述了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巨大而脆弱的”，有限的官僚只能维持地方疏放性行政，皇权只统辖
了都市和次都市地区，城墙之外的乡村地区则主要由诸如氏族、村庙等自身的组织来运转⑤。就
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而言，黄宗智通过分析清代民事司法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及其在税收、乡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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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衙门行政中的应用，将古代中国依托准官员的半正式基层行政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并
认为它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持续存在①。本章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古代中国和
新中国成立后的简约治理的形态，发掘其中的共性及其得以存续的条件。
(一)简约治理的形态

自秦统一至清代，州县政府都是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而且其行政人员的配备极为有限。在一
个州县衙门中，只有州县官和佐贰官( 州贰守或县丞) 是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加之佐贰官数量很

少，在地方行政中仅做一些卑微琐碎的事务，而且法律不许佐贰官受理诉讼，因而瞿同祖称州县

政府为“一人政府”，州县官一人要对辖界内征税、司法、保甲、盐政、公共工程、社会福利、教育、
宗教和礼仪等一切事务负责②。为了履行州县政府的各项职能，县衙内还有大量非正式的人员，
包括各房书吏、衙役以及州县官的长随和幕僚这四类人员，其中书吏、衙役多是来自地方社会服
役的“贱民”，幕僚和长随则分别是由州县官私人招募的行政专家和私人仆役，他们大部分不是
在册的正规人员，社会身份也迥异于州县官③。
不同于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皇权不下县”，古代中国早已设立了县以下的社会控制单位，但

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职能较为简单，主要是赋税与司法两端。唯有
“钱粮”和“刑名”是清代州县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州县官在“钱粮”幕友与“刑名”幕友的辅佐
下，下派书吏和衙役，督促地方的乡保、里甲完成赋税、徭役、治安等各类行政事务④。
此外，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秩序并非主要依靠国家的正式官僚机构来维持。正如费孝通所

认为的，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拥有的权威与皇帝拥有的政权并行于天下，上下分治，地方的传统秩

序由儒家伦理( “素王”) 来维持，衙门里或官僚体系由皇权来统治⑤。国家通过县衙向地方社会
征兵、纳粮时，亦需与地方士绅阶层协商，费孝通细致地论述了官府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双轨政
治”，认为中央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地方公益由自治团体管理，当臣民履行了有限义务
之后，帝力与我何有哉⑥。
近世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和内部纷乱，这种高度中央集权、低度基层渗透⑦的治理体系

难以适应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中国不得不将官僚制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来提升国家汲取能力，以

应对战争、设立现代化部门。然而，基层政权的正规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破坏了权力的文
化网络，使得“赢利型经纪”代替了“保护型经纪”，从而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⑧。直到早期中国
共产党对基层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重塑，国家政权内卷化才得以缓解。中国共产党不仅通
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还通过自下而上的动员和吸纳，打掉了旧精英的权威，在社会底层重塑

了一批地方新精英并吸纳进行政体系中，更强劲地贯彻国家意志，从而将分散和分割的乡村社会

整合为一体⑨。
这种政社合一的高度动员体制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简约治理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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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称其为“政治统合制”，是指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要对乡村社会进行深度的现代化改造，
公社或乡镇党委将既有的乡村治理资源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焦和功能重组，通过“群众路线”
“驻队”“包村制”“工作组”和“统分结合”来实现超越科层制的简约治理①。
这种简约治理与古代中国的简约治理相比，虽然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大大增

强，但是两者仍然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第一，较少凭借国家财政资源，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上更

多依靠动员社区内部的资源;第二，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根据国家治理任务的轻重缓急

和乡村内部事务的季节性、突发性而灵活调整治理组织与资源;第三，村干部如同原来的士绅、乡
保、差役一样仍属于乡村社会中的成员，其带有“差序格局”特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仍深度嵌入乡
村社会之中，这使村干部与村民互动时的行为伦理具有高度的人格性而非“即事性”。
(二)简约治理的成因

首先，简约治理缘于国家财政能力的有限性。古代中国半正式的基层简约治理诞生于一个
高度集权又力图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正式官僚机构的简约导致了基层行政的简约，而正式官僚

机构的简约，又根源于长期过密化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仅能汲取有限的赋税②。如黄仁
宇对明代赋税制度及其运作过程的系统研究发现，明朝总体税收水平很低，以至于不能提供基本

的公共产品③。王业键研究晚清的财税资料后指出，在清朝最后二十五年，大多数省份和地区的
田赋仅占土地产值的 2%—4%，只有在苏州和上海等地区占 8%—10%，远低于同时期西欧国家
的税收水平④。
明清时期，与有限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的“不完全财政”，即在财政集

权制度下，中央政府一统财政收支大权，而且还限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范围和额度，并未为

地方各项事务提供充足的财力保证，对于未列入财政支出但又需要实际支出的部分，地方政府只

能谋求财政外的其他途径来解决⑤。这也就形塑了县令简约治理的逻辑，如县令在民间诉讼调
解中尽可能从简，优先让社会机制解决纠纷，只有当社会机制调解不了时，他才会做出明确判

决⑥。这种治理方法的目的，正是以最少的官僚手段来维持现存体系，减少治理成本，节省财政
支出。
近代以来中国以提升国家财政能力和基层渗透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权建设与西方仍有诸多

不同，亦难以一蹴而就地在基层形成科层治理体系。西方是凭借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经济、科
层制和“自由民主”国家来进行现代国家建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外
部殖民掠夺，西方国家财政收入呈几何级数增长，同时深入基层社会的科层制的条条式专业化公

务员体系也建立起来，使西方无论是在基层公共服务还是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上，都远超过基

于农耕经济的传统中国。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在没有可能通过外部殖民掠夺的背景下于小
农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必然要走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路径。面临帝国主义 －殖民主
义国家的入侵，中国革命面临的最艰难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在小农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个能

够与现代工业经济国力和军力抗衡的政治经济体系⑦。晚清和民国依靠科层体系的向下延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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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现代国家的探索都失败了，后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套高度组织化的体制将基层社会重新组

织和整合起来才逐渐解决这一问题。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政党组织动员社会。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

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在农村发展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更是全国性地向农村地区延伸。
尤其是在合作化运动中，公社设立党委，生产大队设立党支部，生产队设立党小组，党在乡村社会

的组织网络由此形成，并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核心①。党组织广泛吸纳村庄中拥护党的政策方
针的“积极分子”，而这些“积极分子”又是社会化的精英分子，可动员更广泛的农民，从而将历史
上一直外在于政治体系的分散的农民组织和整合进政党体系中来。人民公社高度的“政治统合
制”不仅实现了对农村的长达三十年的高比重汲取，使中国初步完成了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
累②，还完成了乡村组织体系建设，改善了农民生产基础条件，并提供了乡村教育和合作医疗等

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切恰恰不是通过大量的国家财政投入来建设一个复杂的科层体系而实
现的。
此外，简约治理还缘于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的内生性。无论是古代中国皇权与绅权上下分

治的简约治理，还是新中国以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统合制”的简约治理，乡村之所以在国家科层
力量渗透较少时就能够维系社会秩序，都由于它是一个由血缘和地缘相互交织的亲密社群构成

的共同体。乡村共同体共享价值、规范和集体认同，并拥有共同认可的权威。那么，传统的乡村
共同体如何内生出社会秩序，乡村共同体何以成为简约治理的社会基础?

我们认为:第一，地域的相对封闭性与生计模式的相似性有助于乡村社会的整合。由于村民
们较少流动，村庄几乎是他们生活世界的全部，彼此联结的地方性关系亦是他们社会关系的重

心，由此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由于农业生产是村民们主要的生
计来源，生产活动的相似性产生了共同时间与共同利益关联，人们彼此生活经验的相似性也使其

更易产生同情共感，形成集体意识，促进了乡村的社会整合。
第二，在乡村共同体中，人们将对至亲的爱和对父兄的敬，即亲亲尊尊的原则以“推己及人”

的方式扩张至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
传统社会结构描述为“差序格局”，“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各种“伦”就“好像把
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样，以己为中心，愈推愈远，愈推愈薄④。
而这些“伦”是以私人的道德来维系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虽然每个人的差序格局涉及的具体的人千差万别，但是差序格局的结构以及每种“伦”背后的
“理”都相同⑤。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⑥，“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
治于礼俗教化之中”⑦。国家是通过儒家思想在人们人伦日用中的实践而间接地影响乡村共同
体，无须国家以强制力量保证社会规范的践行和社会秩序的维系。
第三，地方权威正是在这一村庄共同体的土壤里生长出来。当乡村社会出现越轨行为、短

暂失序或者公共品的需要时，通常是长老或地方权威出面来维护秩序、主持公务。他们并不一
定依赖国家授权，而是拥有传统权威和教化权力。由血缘和地缘联结的高度整合的村庄共同
体有益于地方权威的生成，国家往往只需承认地方权威并依靠他们来进行赋税和司法等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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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在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之前，由于农业是农民生计的基础以及生产依附于土地所带来的不

流动性，乡村依然是由“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组成的彼此熟悉的共同体，村庄共同体中人与人
交往的传统伦理秩序乃至权威结构仍然存在。在伦理秩序上，村落固有的风俗、习惯、道德等在
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仍在精妙地调节着村民人际关系，互欠着人情的村落里人们容易达成共

识，社队集体也容易产生集体生存意识①。在权威结构上，村庄共同体中家族化的权威结构依然
存续②，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结构与党的先锋队结构交织在一起，进而影响村庄内部稀缺的物
质和象征性资源的分配③。此外，乡村社会的动员也多是通过党组织动员党员进而动员党员所
联系的家族成员来实现。正因如此，基于乡村共同体的简约治理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绵
延不息。

三、科层治理兴起的结构性背景

然而，近二十年来，乡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简约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共同体渐趋消
解。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除了少数沿海发达地区能够实现乡村工
业化和就近城镇化外，中国中西部大部分村庄中的村民都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人口的流动打
破了乡村地理空间的相对封闭性，农业不再成为农民生计之基础，原本由农业生产带给农民的相

似性逐渐减少，乡村社会的整合程度下降，从而使得村干部原本依托涉农事务而形成的总体性支

配式微。同时，地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松散，乡村社区难以产生共享的价值、规范和集体认
同，从而导致乡村社区的“去公共性”，原本从一个高度整合和具有公共性的乡村共同体生长出
来的地方权威如今也渐趋消减。
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汲取效率和能力大幅提升，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在短期

内迅速成长起来④，国家职能也相应发生转型。国家为了将巨量的公共财政资金合理有效地支
出，努力建立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推动了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农
业税费改革后，乡村基层政权就逐渐从汲取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演变，基层政权为承接大量自上

而下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随之调适演变。正是在乡村共同体的消解与
国家的职能演变的双重作用下，简约治理难以继续，科层治理逐渐兴起。
(一)农民的非农化与总体性支配的式微

从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开始，农民大规模地流向城市从事二、三产业，非农化使得村民们原
本依托共同的农业生产而产生的共同时间、共同生活经验和共同利益关联都几近消失，他们分散
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从事着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利益关切和行业规范，彼此从熟悉走向陌生，他

们对彼此留存的只是年轻时淡薄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乡村共同体渐趋消解。
对于村庄治理而言，随着农业在农民家庭生计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村干部开展的涉农治

·831·

政治学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张乐天:《嵌入式社会变迁及其界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
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赵力涛:《家庭与村庄政治: 1950—1970》，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 年第 55 期;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
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
朱晓阳:《从乡绅到中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
焦长权、焦玉平:《“大政府”的兴起: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中国政府公共收入水平研究报告( 1980—2014) 》，《开放
时代》，2018 年第 3 期。



理任务逐渐减少，而且农业不再关乎大多数农民的生存之根本，因此，村干部较少能对农民形

成总体性支配。而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是农民生计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社队干部
的中心工作是农业的生产与分配以及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进而在基层形成了

以农业为核心的总体性支配。村民关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能形成一定共识，有损于集体生产
与分配的越轨行为会受到大多数村民的舆论压制，村干部无论在提供与农业相关的公共品方

面还是在惩戒损害集体利益的越轨者方面都能够获得村民的集体认可与拥护。而近年来由于
农民的非农化，村干部在农业方面只需监督农民不能抛荒，推动土地流转，在抗旱、灌溉等事务
上提供基本保障，为少数种粮大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原本农业在村庄治理中所具有的总体
性意义渐趋消失，对于农业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再具有普遍性，对大部分村民而言，

这些公共供给与自己较少有切身关联而不被关心，此外，有损集体利益的越轨行为也难以激发

村民愤慨不平的集体情感。因此，相比于集体化时期，村干部无论投入有关农业的公共服务，
还是惩戒相应的越轨者，都难以获得村民充分的理解和认同，更无法从中实现对村庄的总体性

支配。
(二)社区的“去公共性”与地方权威的消减
农民的非农化不利于乡村社会的整合，使得社区日益“去公共性”，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地方

权威的生成。公共空间是生成地方权威的场域，公共利益则是吸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并由此产
生团结感的纽带。若村庄公共空间被虚化，公共利益被忽视，人们不关心公共事务，而只关心私
人事务，则地方权威的生成就会随之受到限制。
村庄公共性是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体现出来的，它变化的关键在于留村的村民之间关系的变

化。村民之间由于较少有共同的生产活动，所以在生产领域的互助合作减少，加之大部分的生活
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满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合作也大为减少，村庄中几乎不再

共享高密度的信息沟通和互惠交往，相互依赖的程度急剧降低，社会约束也随之下降。此外，由
于农民大多有进城务工经商的经历，他们早已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在地方性的
限制下生于斯，死于斯”了。城市中陌生人之间依循工具理性的交往伦理也渗透到村庄之中，外
出务工的生命经历重塑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伦理观念乃至集体认同。每个人对村庄中的大多数
人都只是片面化的熟悉，只对其过去某一段生命史或者部分人格熟悉。村庄中彼此言说、流传的
故事减少并碎片化，社会记忆的积淀亦难形成。由此，村民以社会记忆为基础而形成的集体认同
感随之降低，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亦相应减少。
此外，乡村社会中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的边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乡土社会原本不

存在绝对的私人事务，他人所谓的私人事务可能通过集体意识的作用被村民们认为是与自身相

关的事务，从而成为公共事务。这与西方现代社会中公与私之间彼此区分、二元对立不同。然
而，随着村庄陌生化的加剧，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出现了更为鲜明的分野。许多家庭事务变成了
仅具有私人性的事务，不再进入社区公共性的范围。私人领域的扩张使得村干部逐渐无力无心
协调村民的家庭事务，因此，如今的村干部较少在维系公序良俗中获得权威，也较少将私人事务

转化为公共事务来教化人心、敦化民风。
一旦缺乏社区的公共性作为治理的社会底蕴，地方权威难以生成，村庄的内生治理能力就会

逐渐下降。即使是国家的治理任务，在村庄的实践过程中也往往需要村干部与村民互动，需要依
托社区的公共性来组织和动员村民。而村庄没有地方权威来教化村民，村民就易陷于工具理性
的锱铢必较中，在需要牺牲个体利益、成全集体利益的事情上，村民往往索要高价补偿，成为典型
的钉子户，使得治理实践举步维艰、成本高昂。面对这样的个体之治，基层干部就只能借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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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的法理性权威，按照一套正式化、程序化的规则来办事，以繁复的治理技术来尽可能减少村
民的投机取巧行为。
(三)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与外生治理资源的增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
人均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在社会财富被充分创造和积累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分税制改革，一举
提升了政府财政汲取效率和汲取能力①;“四本预算”②收入合计占 GDP的比重快速增长，近年已
接近 40%的水平，相当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迅速成长
起来③。
国家财政规模的扩张往往伴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以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和迈克

尔·曼( Michael Mann) 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通常以公共财政支出的变化作为国家职能转型的“指
征”④。中国学者借鉴了这一方法，对中国的国家职能转型做出了诸多探索，研究发现，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国家民事职能逐渐扩张，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还拓展了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领

域。从 2000 年至 2020 年，国家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民生支出⑤占全口径的公共支出
的比重，从 27. 88%上升为 45%左右，占 GDP的比重从 5. 84%增长为 20%左右，这说明我国的民
生支出在 21 世纪的头二十年显著崛起，成为公共支出的真正主体。这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与西
方工业化国家 1960—1980 年间相似的历史进程，迅速建立了一个基本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
障体系，迎来了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的黄金期⑥。
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在乡村社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国家在乡村的民事职能主要表现为提

供交通、通讯、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保障，我们可以将
其简称为“公共品与公共服务”。2006 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向农村。
基层政府逐渐依靠公共财政体系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体系⑦。对农民而言，基层政
府从一个汲取型政府逐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于乡村治理而言，这些民生事业也就逐渐从
社区事业转变为国家事业。
在此过程中，乡村社会获得的外生治理资源急剧增加。国家针对乡村的公共财政支出包括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社区建设与管理以及农林水等诸多方面。以国家一般公共财政
支出中的农林水支出为例，它是国家民事职能的重要方面，总体上呈现出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方面，这一类公共支出所包含的具体款项在逐渐增加。税费改革前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支农
支出”大类仅包含了“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以及“农业综合开发”两款⑧，而财政部最新发布
的《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农林水支出”大类则包含了“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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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合称为政府“四本预算”。
焦长权、焦玉平:《“大政府”的兴起: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中国政府公共收入水平研究报告( 1980—2014) 》，《开放
时代》，2018 年第 3 期。
Tilly，Charles，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AD 990—1990，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1989;迈克尔·曼:《社会权
力的来源( 第二卷)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1760—1914)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中国学界不将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领域的支出称为“社会性支出”，而称之为“民生支出”，它包含了与人民群众切身
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文化方面的支出。
焦长权、董磊明:《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社会建设与民生支出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3 期。
参考财政部《2003 年全国财政决算数据》，2008 年 7 月 8 日，http: / / yss. mof. gov. cn /caizhengshuju /201007 / t20100708_
326893. htm，2022 年 10 月 23 日。



利”“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农村综合改革”“普惠金融发展支出”“目标价格补贴”7 款，一共
细分为 68 项①。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全国农林水支出的总量逐年攀升。2003 年，全国农林水
支出仅 1329. 54 亿元，在税费改革从试点逐渐向全国铺开的几年内，农林水支出逐年增加，加之
2006 年国家开始推行“新农村建设”，到 2006 年这一支出达 2930. 02 亿元，相比 2003 年翻了一
番。在税费改革后，乡村社会在农林水方面获得的财政资源更是急剧增加，2020 年全国农林水
支出升至 23948. 46 亿元，大约相当于 2006 年的 8 倍②。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这一侧面反映出国
家将乡村发展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乡村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巨量的财政资源，农民生活的各个面

向都纳入国家的民事职能体系之中，这对乡村的治理任务和治理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下乡与新生治理任务的增多

随着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及其所推动的国家职能的转变，原本由家庭、家族和村庄所提供的
公共品与公共服务，都逐渐由国家通过建立一整套自上而下的专项转移支付来供给。换言之，乡
村社会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由内生性供给主导向外生性供给主导转变的趋势，村级

组织因此承担了更多自上而下的新生治理任务。
首先，国家为了联通不同区域，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与政治整合，许多超越乡村社区之

上的大型公共品供给呈现扩张之势，如大型水库、灌渠、高速公路、铁路、通信基站等跨地区跨流
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需要乡村两级组织参与协调多方关系，因而有学者称
当下的基层政权为“协调型政权”③。其次，乡村社区内部的村组公路、灌溉防洪沟渠乃至各家门
前的垃圾桶等小型公共品，具有高度季节性、临时性、碎片化特征，需要以机动灵活的方式随时供
应、补充，需要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这些项目的申请往往需要村级组织操作，实施与监督也离不
开村级组织的参与配合。另外，除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公共品下乡外，公共服务也大规模下
乡。国家不仅将此前村庄社区所提供的教育、医疗、计生、优抚、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包含在内，
而且还新设了一些其他的公共服务，努力构建国民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如 2021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20 个部门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 2021 年
版) 》，其中服务对象包括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十八大类: 优孕优生服务、儿童健康服务、
儿童关爱服务、学前教育助学服务、义务教育服务、普通高中助学服务、中等职业教育助学服务、
就业创业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险服务、计划生育扶助服务、养老助老服务、养老保险服务、
社会救助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扶残助残服务、优军优抚服务、公共文化服务④。除了与教育相关
的公共服务由学校及教育部门负责而与村庄的联系较少外，其他公共服务几乎都离不开村级组

织，需由村级组织将公共服务连接到具体的家庭或个人。
因此，近年来，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任务急剧增加，并且这些公共服务几乎都无法仅凭村级

组织自身的力量提供，而是依赖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的精密运转。它们和前述的公共品一样也
大多依靠国家公共财政，经过专业部门理性化的设计，按照科学的标准，在科层体系内部进行细

致的分工和监督，最后由基层政府将服务提供给每个村民或者特定人群。而村级组织是每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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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财政部《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21 年 10 月 18 日，http: / / yss. mof. gov. cn /xiazaizhongxin /202110 / t20211018_
3758905. htm，2022年 10月 23日。
2003—2020 年全国农林水支出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决算表》，为统一统计口径，其中 2003—2006
年的农林水支出，为决算表中的“支农支出”与“政策性补贴支出”中的“粮、棉、油价格补贴”之和。
付伟、焦长权:《“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 2021 年版 ) 》( 发改委［2021］443 号 ) ，2021 年 3 月 30 日，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
zhengceku /2021 － 04 /20 /content_5600894. htm，2022 年 6 月 25 日。



共服务所依赖的庞大科层体系的重要末梢环节，通常承担着特定服务对象的识别、动员、信息收
集、上报等职能。
综合以上分析，一方面，社会大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的“去公共性”，

使乡村社会不再是以“地方结合”作为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纽带的共同体。村庄共同体的消解使
每个村民从社区的地方性规则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进入市场中生活，也更为直接地受到国家对个

体的标准化、技术化的治理，换言之，乡村共同体的消解为科层治理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另
一方面，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推动了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以项目为载体的公共品与公共服

务自上而下地投入乡村社会。这使得乡村基层组织无法再采取人员精简、自行其是的简约治理，
科层治理成为基层应对急剧增加和精密复杂的治理任务时不得不采取的新的治理机制。

四、科层治理的特征与机制

“大政府”兴起后，面对国家内部的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巨大差异，以及地方社会结构、民
众需求偏好的多样性和差异化，国家如何将集聚起来的巨量财政收入高效、规范和合理地进行公
共支出，将公共品供给体系和民众需求偏好准确匹配起来，而不是让财政资金大量沉淀闲置甚至

浪费消耗，这对政府的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①，也对基层的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

提出巨大挑战。一部分学者通过政府体系内部的公共财政体制的研究发现，各种财政资金开始
以“专项”和“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②，这使得整个国家的治理模式都呈现出“项目治国”的总体
格局③。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项目制的体制基础乃是公共预算改革所带来的公共支出的“项目
化”④。同时还有一些学者通常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做了大量有关项目制在基层的运作机制及其
非预期后果的研究⑤，实质上，这些研究正是揭示了国家将公共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基层的“最后
一公里”的运作机理。本文则尝试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村级组织这一个处于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中间环节，阐述当面临大量自上而下的以项目为载体的公共服务的治理任务时，村级组

织是如何从一个准官僚组织不得不演变为具有更多科层制特征的组织。下文从村干部的职业
化、科层监督的制度化和村务工作的去人格化三个方面，来阐述乡村科层治理的特征与微观运作
机制。
(一)村干部的职业化

近年来，村干部开始获得正式和稳定的薪酬，从兼职干部变为专职或全职干部，逐渐趋于职

业化。最早开启村干部职业化进程的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其中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农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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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2018 年第 3 期。
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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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 3 期; 陈水生: 《项目制的执行过程与运作逻辑———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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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运作中地方政府组织行为的一个解释》，《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6 期; 冯猛: 《后农业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项
目包装行为———以东北特拉河镇为例》，《社会》，2009 年第 4 期; 龚为纲: 《项目制与粮食生产的外部性治理》，《开放
时代》，2015 年第 2 期;付伟、焦长权:《“协调型政权”: 项目制运作背景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桂华:《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政治学研究》，2014 年第 4 期;黄宗智、龚为纲、
高原:《“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开放时代》，2014 年第 5 期。



为典型。改革开放后，苏南农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村级事务增多，这产生了村干部职业化的内
生性需求，同时集体资产的增加又具备了提高村干部工资待遇的条件。因此，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苏南村干部的报酬就从务工补贴变成了工资，村干部变成了职业化的村干部。珠三角农村由
于“三来一补”迅速工业化，吸引了大量外来农民工在村庄中务工和租住，村庄治理事务的增加
使行政村的行政队伍迅速扩大，村干部的工作亦高度职业化①。
至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则是由于国家职能转变带来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

增多而推动的。由于大部分中青年村民进城务工经商，愿意留在村庄中担任村干部的大多是在
农村有承包地收入之外的其他获利机会的“中坚农民”②，他们通过流转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承包鱼塘发展养殖业、经营酒店或商店、销售农资、提供农机服务等可获得与外出务工相当的收
入。因而，在村干部的酬劳仅是微薄的误工补贴时，他们不会放弃谋生的主业而将主要精力投入
村庄治理之中。但是随着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下乡，上级各个政府部门
下达村庄的治理任务急剧增加，村干部疲于应付，甚至无暇顾及自己原来的主业，这些中坚农民

要么退出村干部队伍，要么部分放弃自己谋生的主业，转交给其他家人或朋友经营。村干部的思
想动摇和积极性下降反逼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村干部的薪酬待遇来激励村干部，提升村庄治理

效能。虽然未工业化的中西部农村的集体经济薄弱，这些村庄难以像苏南与珠三角农村那样凭
借集体经济提升村干部的薪酬待遇，但是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从中央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突破了一直以来村干部职业化的财政约束。于是，地方政府通过一般性
财政转移支付来为村干部提供可观且稳定的薪酬和办公经费，就逐渐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普

遍趋势。
当下中西部农村的村干部大多仍然由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上等的“中坚农民”担任，但是他

们的从业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村庄主职干部的职业形态的变化最为明显，由于村支部书
记负责村级治理的全面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村级治理任务的增多使其工作十分繁
忙，他们不得不舍弃原来的产业，而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村庄公务之中。其他村干部虽
然繁忙程度不及村支部书记，但是仍然只能从事工作时间较为灵活、分散的副业。此外，一些中
西部村庄还增设了党建联络员等专职干部，由县政府统一招考，选拔 35 岁以下有大专以上文凭
的年轻人担任。他们是不能从事其他副业的脱产干部，由于年轻、擅长使用电脑，经常负责村庄
中各式各样填表造册的文牍性工作。以薪酬制为代表的村干部职业化让村干部愿意将更多的精
力投入村庄公务中，而较少分心去谋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或者退出村干部队伍。
因此，村干部的职业化是基层政府为应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大规模下乡带来的治理任务剧

增而不得不实施的制度调整，并且对维持一支具备较高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并且相对稳定的村

干部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科层监督的制度化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对基层治理的运作较少实施自上而下的正式的科层监督。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尝试在乡村社会构建现代化的党政监督体系，但此时主要依赖的并非科层监督，

而是人格性的群众监督。上级干部和乡民熟悉基层干部的人格特征，基层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是
发生在乡村的舆论场域中，具有很强的道德意涵，一旦他们的行为伦理有悖地方性规范，他们就

会渐渐失去民心，即使有国家授权，也会丧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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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目标管理责任制成为农村基层政权运作中监督激励的主导性制度。乡镇
政府加强对村庄的控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其一，通过基层党组织深入乡村社会，加强对村庄权

力核心的村支部书记的管理和控制，以基层党组织来提升深入群众和社会动员的能力;其二，实

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这是由多个不同行政等级的责任主体相互联系而成的管理体系。它的核心
是指标体系与考核奖惩，形成了一套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以“责任 －利益连带”为主要特征的
制度性联结①，这一量化的指标体系以目标为引领，是一套结果性监督而非过程性监督，即只要

基层政权在目标上与上级政府保持一致，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变通空间，从而激发出基

层政权高度的创新活力。
近年来，随着大量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下乡，为保证国家向乡村输入资源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地方政府更强调对基层治理的过程性监督，这导致了科层监督的制度化。首先，政府加强了对项
目资金的严格审批与分级监管。地方政府在县、乡、村三级形成了财权和事权逐级递减的责任体
系。如根据湖南省 S镇召开的财务会议，200 万及以上的项目，项目经费不列支到乡镇财政所，
由县政府有关部门招投标，下派施工队，负责项目的业主为县政府的科局级部门; 30 万至 200 万
的项目，由县财政局将项目经费列支到乡镇财政所，可由乡镇招投标确定施工队，负责项目的业

主为乡镇政府; 30 万及以下的项目，可由村支两委组织施工队和监督工程实施，项目经费列支到
乡镇财政所，由于实行村财乡管，村级组织以实报实销的方式在乡镇财政所支取项目经费②。因
此，村级组织能够直接掌握的项目资金非常有限。对于村级项目，村级组织在报账时需提供支委
会提议、村支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四个会议的会议记录、项目申请书、施
工方竞标会记录、与夺标的施工方签订的合同书、工程完结后的验收书、决算书等九项材料，才可
在乡镇财政所支取项目资金。乡镇政府亦是以这种方式来监督村级组织在项目运作的各个环
节———决策、申请、招投标、施工、经费使用等都必须符合规章制度。
其次，针对户或个人的公共服务或社会救助，地方政府要求村级组织精准识别，并将补贴直

接打入农户银行卡中，不经任何中间环节。这种需要精准识别服务对象的事务分为两类:一类是
按照客观标准即可识别，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发放给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而土地承包权的

分配在村庄中是客观明确的，村干部只需将基础数据上报即可;另一类是需要村庄评选出服务对

象的事务，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如低保户、贫困户的评选。国家为将这类资源精准投入乡村社会
最需要的农民中，设立了一系列可操作的标准和一整套民主评议的程序，只有通过高度标准化和

程序化的运作确定的对象，才具有正当性。以精准扶贫为例，村干部需按照国家列出的一系列条
目收集贫困户大量的个人与家庭信息，以证明该贫困户的方方面面符合国家设立的标准，而且省

市政府还通过大数据比对、下派督查组入户核对等方式来确保村干部收集的数据的真实性，一旦
有误，就在绩效考核中“一票否决”，甚至处分村干部和乡镇干部。
这种以文牍工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过程监督，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科层监督模式。

国家制定繁密的标准和程序并用复杂的科层体系来监督此标准和程序的实施，反映了国家认为

要保证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与农民需求有效对接，唯有通过科学理性的制度设计，而乡村干部唯有

变成没有情感的按章办事的“螺丝钉”，才能保证国家意图一贯到底。这使得过去依靠乡镇干部
对村干部在为人处事上的信任而将治理事务发包给村干部的行政发包制③在一定程度上运转失

·441·

政治学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
整理自 2019 年 8 月 21 日湖南省 S镇政府召集各村干部召开的财务会议记录。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 年第 6 期。



灵，同样，村干部出于人情道义在村内给各个村民分配公共利益的自主性也在制度层面被否定。
但是乡村干部之间相互信任与村庄的社群伦理依然存在，只是整个过程性监督的体系使治理过

程的实质理性需要披上标准化、程序化的形式理性的外衣，才能获得国家的认可。
(三)村务工作的去人格化

在村干部职业化和科层监督的制度化的双重作用下，村干部的行为被高度纳入科层体系的

管理之中，进而对治理机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即村务工作中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呈现去人格化

的趋势。我们以坐班制为例来探讨村务工作是如何逐渐走向去人格化的。
首先，坐班制的蔓延和渗透，使得村干部与村民的日常互动减少。全国农村都普遍修建了便

民服务中心，即村部，内设党群服务办事大厅。乡镇党委政府要求村干部的工作时间与乡镇干部
保持一致，实行五天工作日、每天工作八小时、双休日轮流值班的坐班制，并通过打卡设备、摄像
头监控设备将村干部的工作时间安排及其在村部的活动都纳入实时监控之中。此前，村干部没
有在村部坐班的惯习，村部也没有成为办理公务的特定空间。村干部花费大量的时间做着自己
的营生，村民有事可随时去村干部家中找村干部办事，公事和私事没有绝对的分野。而坐班制的
实施逐渐使得村部成为一种正式的场所，填表造册等文牍工作乃至纠纷调解都须在村部展开。
这一场所限制了村干部与村民之间更加随意的、生活化的互动，也就使得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
系易被塑造为单一的治理者与治理对象的关系，而更多富含情感和伦理的私人关系面向在这一

正式的场所中被剥离。
坐班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的区分，进而产生公务活动和私人活动的分

隔。上班时间为村干部处理村庄公务的时间，而下班时间则是村干部休息的时间，即使村民有事
找村干部，村干部也可以此时为下班时间或休息日为由推脱或择时再办。这种行为选择有以下
一系列的原因:第一，在乡镇政府所要求的工作时间内处理公务在某种意义上是按章办事，合理

合规。第二，这反映了村干部在完成乡镇政府所要求的工作职责后，缺乏内生性动力为村民多办
事。第三，在更深的层面上，这意味着村干部将公务活动与自己的私人生活分隔开。在公务活动
中，村干部高度嵌入正式制度和程序的框架内，并努力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自我约束，处于一

种精神耗费的状态。而在私人生活中，村干部则按照非正式的社会习俗、道德来行动，无需为特
定目标与多方周旋并进行持续的经营，处于一种相对闲散的状态。因而村干部在这两种时间框
架中分别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甚至人格之中。
然而，这种坐班制带来的村级工作的去人格化与乡村社会的情理并不适配。原本村干部无

所谓“上班”与“下班”，乡村的公务活动嵌入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村干部因公务和村民之间的
互动与因私事和村民之间的互动并无本质区别，彼此的一言一行都合乎村庄既有的情理，甚至村

干部还要借助私人之间的交情，以血缘、地缘等非正式关系中的行为伦理来推动公务的完成。而
今，村庄公务在高度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下变得日益程式化和正规化，使得公务活动和私人交往之

间有了更明显的分别，公务更难借助私人交情来变通性地执行。
综合以上论述，由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乡村社会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从社区事业

变为国家事业，这使得基层治理的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发生趋向科层治理的一系列调适。首先，
村干部的职业化是国家应对村级治理任务的急剧增加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的积极举措;其次，

国家为了乡村社会更加有效地利用大量自上而下的治理资源，实现国家意图，而采取制度化的科

层监督，从而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标准化;最后，这一系列组织制度的调适可能产生治理机制的根

本性变化，即公务活动和私人活动的分离使村干部的工作呈现去人格化的趋势。但与此同时，这
一系列调适引发我们对科层治理与乡村社会能否适配的一些隐忧，科层治理的发展的确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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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更加具有一统性的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形成，但也可能会带来村级公务的阻滞，潜在地

形塑一批脱离群众的村干部和一个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的村级组织。

五、余论

对照从古代与近世中国一直延续下来的简约治理的传统，当今村干部的处境以及乡村基层

治理形态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简约治理是基层准官员运用地方权威，利用权力的文
化网络，以地方性规则维护地方社会的秩序与整合，从而实现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沟通的治理，

如今简约治理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了。首先，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农民的非农化和社区的
“去公共性”，使得村庄难以加强横向的共同利益联结来生成地方权威，国家授予的法理性权威
乃成为村干部权威的主要来源。其次，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使得国家财政能力极大提升、国家职能
发生根本转变，国家拥有较充分的财政资源反哺农村，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基层政
权努力构造一个更加科层化和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来承接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下乡，并在基层运

用制度化的科层监督来服务于庞大的科层机器的运转，并进而导致治理机制向去人格化的趋势

演变。因此，简约治理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近年来基层的科层治理饱受学界诟病，科层治理的确存在诸多弊端，如科层体系与乡村社会

有着各自的逻辑，两者之间的张力可能导致科层体系的逻辑代替乡村社会自身的逻辑，提供的公

共服务无法切实满足乡村社会的需要，进而产生乡村基层治理的悬浮;科层治理更加依赖技术和

物质条件，较少依赖村民的参与和认同，从而使得基层治理的组织体系日益精密，而乡村共同体

却日益衰微，科层治理花费高昂的成本，却治理效能有限。
本质上，这一系列的讨论触及了乡村治理的总体格局究竟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在国家民

事职能扩张以及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投入乡村的过程中，面对乡村社会共同体的消解，国家

究竟是继续依托村民自治、重塑乡村共同体来将国家资源与农民需求对接，还是凭借精密构造的
科层体系将国家制定的标准和程序在基层落实，从而实现国家意图? 现代性的洪流滚滚，依托乡

村共同体的简约治理已然难以为继，科层治理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个时代基层治理的命运。
而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科层治理更好地适应民情变化并更有效率地扎根于一

个新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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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so that they can function better in parallel and complement any ways，integrate and surpass，
and then further promote government reform．

Key words: public sector reform; integration; super ministry; special ministry; process ministry;
platform +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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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China's rural governance has always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of minimalism． For the past few years，it has gradually moved to the form of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ructural situa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s and the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Moreover，the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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